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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途径：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 

王晓兵 黄季焜 刘怀桔 项诚 张炜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中国是最早批准转基因生物技术商业化的国家之一。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的

商业化始于1997年，之后在黄淮海和长江中下游棉花主产区迅速扩散并被农民广

泛种植。推广10年之后，全国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比例达到64%，其中黄淮海棉

区高达95%而长江中下游棉区也超过了55%。国内外专家学者一致公认转基因抗

虫棉是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中国推广和采用的成功范例。 

现有的研究多运用实证分析方法探究影响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因素，尚缺乏从

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不同利益主体及其传播路径出发，分析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中国

快速传播、推广和采用的研究。为了弥补上述空白，本研究的目标是分析影响中

国农民采用和传播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要素，以及不同利益主体在转基因生物技术

推广和传播过程中的作用。具体目标如下： 

1、 描述性分析棉花生产的历史演变，重点关注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商业化

进程中的时空特征。 

2、 分析农户和农场等特征与转基因抗虫棉采用和传播之间的相关关系。 

3、 分析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对生产要素投入，例如农药和劳动力，产出以及

农民收入的影响。 

4、 通过参与式访谈，探究不同利益主体，包括大户、技术人员、种子经销

商和村干部等，在转基因抗虫棉扩散、推广和传播过程中发挥的作用。 

本研究以转基因抗虫棉为例，通过描述性统计和创新树（Innovation Tree）

分析方法，对转基因生物技术在中国的推广和传播途径开展研究。本研究的数据

来自始于1999年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对河北、河南、山东和安徽4省8

县棉花种植户的长期跟踪调研。2012年，在开展对棉花种植户访谈式跟踪同时，

我们项目组在每个样本县组织了一个由不同利益主体参加的有关转基因抗虫棉

扩散、推广和传播的讨论会。 

中国的生物安全监管 

农业领域的转基因生物技术方兴未艾。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从20世纪初起建

立并逐步完善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的监管体系。1993年当时的国家科委颁布了

《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遵循该管理办法，农业部在1996年具体提出了针对

农业生物遗传工程及其产品安全性的管理条例。 

随着农业生物技术的加速发展，中国逐步批准了从国外进口转基因大豆和转

基因玉米，这也催化了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安全性等问题的担忧。自2001年，中

国进一步修订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方面的规章。目前，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

涉及安全评价制度、标识管理制度、生产许可制度、经营许可制度和进口安全审

批制度。 

http://finance.sina.cn/?sa=t72v37d9375&v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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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农业转基因生物的安全评价工作。

生物安全委员会主要由众多相关领域的科学家组成，包括农学，医药和健康领域，

除此之外还有来自不同部委的官员。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转基因

生物安全性评价，包括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发放安全

证书五个阶段。在获得转基因生物安全证书后，国家将决定该作物是否开展商业

化生产。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国已经就转基因抗虫棉、转基因抗虫水稻、抗环斑

病毒转基因番木瓜、转植酸酶基因玉米和其他转基因作物（例如改变花色矮牵牛、

耐贮存番茄和抗病辣椒）等发放了安全证书，但迄今为止转基因抗虫棉是中国唯

一商业化生产的主要农作物。 

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的商业化进程 

中国政府批准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过程采取了循序渐进的形式。1997年中国

首次批准了三个品种的转基因抗虫棉进行商业种植：中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

培育的两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在山西、安徽、山东和湖北进行商业化种植；同年，

由孟山都公司拥有知识产权的一个转基因抗虫棉品种被批准在河北进行商业化

种植。鉴于转基因抗虫棉具有减少农药使用量，节约劳动力投入，同时提高有效

单产等优良的性状和大田表现，中国在1999年将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的范围扩大

到长江中下游棉区，并在2003年又新增批准转基因抗虫棉在其他五个省份进行种

植。至此转基因抗虫棉可以在中国黄淮海、长江中下游和新疆棉区的所有主产省

份种植。 

中国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的历程 

虽然中国有着悠久的棉花种植历史，但上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棉铃虫灾害

导致棉花面积锐减。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农民种植转基因抗虫棉显著驱动了棉

花平均单产的提高和棉花种植面积的扩张。描述性统计分析和参与式访谈的结果

都表明，农民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主要是因为这种棉花在实践中体现出的优良性

状，例如有效抵抗棉铃虫，在遭受虫害后产量损失较少，减少农药使用量，及其

环境友好的特性。 

转基因抗虫棉 VS 非转基因棉花：农户特征比较 

转基因抗虫棉使得所有小农户受益。例如，黄淮海地区的农民基本是小农，

户均耕地面积仅为0.66公顷。女性劳动力主要是从事棉花生产，而男性更倾向于

从事非农工作。相比非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需要较少的人工投入，

也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因喷洒农药而中毒等的风险，使得女性劳动力在种植转基因

抗虫棉中受益。 

年龄 

1999年，户主平均年龄为44岁，年龄跨度为22-68岁，其中40%的户主属于

41-50岁年龄组比。此外，不同年龄组的农民都种植了转基因抗虫棉，这暗示户

主年龄与采用转基因抗虫棉之间没有相关关系。 

性别 

最新的研究表明中国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的特征。本研究也验证了这一结

论，即转基因抗虫棉的生产是以女性劳动力为主导，而男性劳动力更倾向于非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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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参与式访谈的证据显示，转基因抗虫棉的性状使得其生产中农药的使用量

和喷洒农药频率大幅降低，这有效的减少了劳动力投入，也降低了女性劳动力因

喷洒农药中毒等造成的风险，使得女性劳动力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中受益。 

受教育程度 

户主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9年，也就是说，这些户主基本只完成了小学或

初中学习。不同省份间户主的受教育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然而同一省份内部，种

植转基因抗虫棉和非转基因棉农户主的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统计学上不显著。 

参与转基因抗虫棉相关培训项目 

户主参加转基因抗虫棉培训的比重在不同省份相差较大。本研究结果表明在

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最初阶段，户主是否参加过转基因抗虫棉培训与种植转基因

抗虫棉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为了促进新技术的传播和推广，培训项目应采用

一揽子的模式，例如，开展田间培训，组织农民参观示范田，由最初种植户分享

品种特性等。 

家庭规模  

棉户家庭成员由1-7人不等构成，平均家庭规模为4人。棉花是劳动密集型的

作物，不过种植棉花的农户同中国普通的农户家庭规模没有差异。 

农场规模 

黄淮海棉区的农户都是小农，其户均耕地面积为0.66公顷。土地-劳动力比例

这一指标表明不同省份的土地禀赋相差甚大，但是在区域内部，种植转基因抗虫

棉和非转基因棉农的农场规模在统计学上没有显著差异。 

转基因抗虫棉 VS 非转基因棉花：收入、产量、农药用量以及其他生产投入比

较 

有关转基因抗虫棉成本和收益分析表明农民从转基因抗虫棉生产中获益。在

2004年，四个样本省农户转基因抗虫棉的平均净收入为667美元/公顷。同时，净

收入存在区域间的异质性：同样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安徽省的农民比山东省的农

民每公顷多收入380美元。 

相比非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抗虫棉较高的净收入主要源自其较高的产量和较

少的农药使用。总体而言，转基因抗虫棉的平均单产为330公斤/公顷，超过非转

基因棉花的单产，不同省份间的单产也存在区域差异。与非转基因棉花相比，在

转基因抗虫棉的生产中，农药使用量降低60%。同时，非转基因棉花喷洒农药的

频率是转基因抗虫棉的三倍。 

除了劳动力和农药投入外，两类棉花生产中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差异在统计

上不显著。例如，在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中，农药喷洒次数的降低也相应的节约了

人工投入。两类棉花使用的肥料量近似。 

有关转基因抗虫棉的相关信息来源 

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在有关转基因抗虫棉信息的获取渠道上存在区域间的差

异。在河北和山东两省，大部分农民通过媒体、村委会和其他农民了解到有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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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抗虫棉的相关信息。在河南省和安徽省，大约有40%的农民最早通过农业技

术推广人员了解到转基因抗虫棉。此外，农民的社会资本促进了转基因抗虫棉信

息的获取和传播。 

组织培训项目的主体 

在农业技术推广站和村干部的协助下，种业公司和种子的研发机构，在村里

开展转基因抗虫棉的宣传工作，组织培训项目和农户参观转基因抗虫棉的示范

田，他们构成了转基因抗虫棉最初的推广主体。 

转基因抗虫棉种子来源 

转基因抗虫棉种子同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密切相关。在商业化种植转基因抗

虫棉的初始阶段，转基因抗虫棉种子主要来自种业公司和国内的研发机构。当种

子供不应求时，也曾出现农民自留种和农户之间换种的现象。至本世纪初，种子

不再是农民是否采用转基因抗虫棉的约束，所有农民可以轻松的获取到转基因抗

虫棉种子。在县城，甚至村里都有经销种子以及其他农资的商店，降低了购买农

业生产资料的运输成本。 

转基因抗虫棉的传播和推广过程：参与式访谈的相关证据 

在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初始阶段，无论是种子经销商、技术研发机构或种业

公司都开展了转基因抗虫棉种植示范，并召集农户参观和培训，这都有效的促进

了农民对转基因抗虫棉的认知和种植。当地农业技术推广服务站的技术人员、棉

花种植户都被邀请去参观转基因抗虫棉试验田以及有关转基因抗虫棉种植技术

的宣传，鼓励农民试种转基因抗虫棉。一些村子在村干部的协调配合下，来自种

子经销商、技术研发机构或种业公司的农技推广或种子销售人员在村庄组织转基

因抗虫棉的培训班，这也加速了转基因抗虫棉的传播和农户种植转基因抗虫棉。

另外，在有些村庄，村干部代表农民和种业公司签订合同，整合该村的农地，开

展转基因抗虫棉育种生产，促进了本村村民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也有助于转基因

抗虫棉在邻近村庄的传播和推广。此外，农技推广人员协同种业公司，将转基因

抗虫棉种子销售给农民，使得这些农民成为最早一批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者和受

益者。 

在转基因抗虫棉种植过程中，其优良的性状凸显，促进本村的其他村民纷纷

效仿最初的种植户，开始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甚至是已经终止棉花生产多年的农

户，也开始采用转基因抗虫棉来恢复棉花生产。农民通过观察转基因抗虫棉种植

过程，逐步认知该技术的品种优势；此外，村民们还从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邻居、

其他村子的村民或是妻子娘家等信息源了解到转基因抗虫棉的有关信息。 

总而言之，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传播和推广过程中，许多组织和个人都能起

到重要作用，包括种业公司、村干部、农业推广服务站以及首批采用该技术的农

民。有效的技术推广服务和培训能够向农民传播有关信息和知识，这样确保农民

能够充分从新技术中获益。然而，参与式访谈研究结果也表明在转基因抗虫棉商

业化初始阶段出现种子供不应求，以及农户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的认知不足，也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转基因抗虫棉的快速传播和种植。在转基因抗虫棉初始商业化的

一两年，许多农民希望种植转基因抗虫棉，但却面临着种子供不应求的情况，使

得农民不得不延期种植转基因抗虫棉。对转基因抗虫棉特性知之甚少，导致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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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谨慎地选择了观望态度，没有立即种植转基因抗虫棉。 

结论 

根据本项研究的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种业公司在获准转基因抗虫棉商业化生产许可之后，其转基因作物种

子的生产能力直接影响到种植转基因抗虫棉的初始规模。 

第二，无论是来自政府研究机构，还是来自转基因生物技术公司的技术推广

者在转基因生物技术的扩散过程中都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参观示范田和技术宣

传、培训等形式，农民可以认知新技术，并获知采用该技术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

进而成为新技术的最初种植者和受益者，这也引领其他农民紧随其后采用新技

术。 

第三，农技推广服务和培训对于宣传相关信息和知识也至关重要，这有助于

农民从新技术中充分受益。例如，通过农技培训，一旦农民认知转基因抗虫棉抗

棉铃虫的性状，农民将在转基因抗虫棉生产中有效降低针对棉铃虫的农药施用量

和次数。 

第四，在新技术传播和推广初期，村干部通过协助和组织农户参观示范田、

在社区（村）组织农技推广讨论会和规划育种农田等形式，使得小农，包括村干

部自身能够认知新技术。这都加速了新技术在农户中的快速的扩散和广泛采用。 

最后，同其他技术传播途径相类似，社会资本也有助于转基因抗虫棉在中国

的快速传播和采用。社会关系加速信息在农户之间传播，增进农民对新技术的了

解。在转基因抗虫棉种子供不应求时，社会关系也促进了农民间交换自留种来确

保转基因抗虫棉的种植。 


